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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到户自食其力” 
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社会历史的命脉 

裴安平 

一般而言，生产方式不仅是一种人与生产工具的结合方式，也是一种人与生产资料的结

合方式。 

很久以来，人们总以为在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诸元中，生产工具是最重要的，最活跃的，

也是最能够反映不同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是，人们并不知道究竟哪一时段是

哪一种工具代表了生产力，也不明白生产工具究竟要变化到何种程度就标志着生产力有了大

的进步与发展。于是，对生产工具变化的意义就有了各种不同的理解，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认识就有了诸多不同的学说。 

然而，大量的考古资料却证明，无论哪一种具体的生产工具，都远远不及人与生产资

料结合的意义和变革，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和作用。人是第一生产力，人不仅创造了

工具，而且在生产工具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与生产资料和谐的结合模式还有助于最大限度

地释放人与工具的生产力。否则，再好的工具也只是一种历史的玩物。 

对此，已有的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早就表明，中国历史的发展不是因为工具而是因为

生产方式，而且只有“分田到户自食其力”的生产方式才是数千年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和命

脉。 

一、史前“分田到户自食其力”生产方式的出现、特点与意义 

（一）生产方式变革的原因 

考古发现，生产方式的变革完全是文明起源的结果，湖南西北澧阳平原史前晚期社会的

发展与变化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证据。 

由于农业的起源，人类居住的聚落遗址数量与规模都有大幅增长。据文物普查，在澧阳

平原约 60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距今 9000—7500 年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 12

处，距今 7500—6500 年皂市下层文化的聚落遗址共有 17 处；然而，距今 6000—5000 年的

大溪文化时期却突然猛增至 46 处，分别是彭头山时期的 3.8 倍，皂市下层时期的 2.7 倍1（表

1）。 

* 由于有一个遗址的面积不详，此表彭头山文化遗址总面积和平均面积都只涉及 11 处地点。 

除了数量以外，遗址的规模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表 1 可知，彭头山文化时期，聚落遗

址个体的平均面积不足 8000 平方米；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增长较快，平均面积为 13550 平方

米；大溪文化时期又有明显增加，平均每个聚落遗址为 15850 平方米，分别是彭头山文化时

 
1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第 70、73-74 页。 

表 1：   澧阳平原史前各时期聚落遗址数量规模比较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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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遗址总数 

遗址面

积总数

（㎡） 

平均 

面积 

（㎡） 

各类遗址数量（分类单位 ：万平方米） 

＜1 ≥1 ≥2 ≥3 ≥4 ≥6 ≥7 
≥8 

(城址) 

彭头山* 12 87560 7960 8 3  1     

皂市下层 17 230350 13550 6 6 2 2 1    

大  溪 46 729100 15850 27 6 2 8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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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 2 倍，皂市下层时期的 1.2 倍2。 

由于平原的自然面积并没有变化，所以聚落遗址个体数量与规模的快速增长实际就意味

着分布密度的增加。就遗址的数量而言，假设彭头山时期的密度指数为 1，那么皂市下层时

期即为 1.4，而大溪文化时期则高达 3.8。具体而言，即在一个彭头山聚落的生存空间里要容

纳近 4 个大溪文化的聚落。与此同时，还由于遗址规模的增加，由于大溪时期遗址个体的平

均面积约近彭头山时期的 2 倍，这实际又意味着在一个彭头山聚落的生存空间里要容纳近 8

个大溪文化的聚落。 

类似的现象，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如汉平原的西南部，以《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

（上）3提供的资料为准，宜昌至荆州附近，前大溪文化的聚落遗址总共只发现 7 处，而大

溪文化时期则多达 30 余处。 

显然，聚落遗址数量与规模的增长实际也就意味着人口的增长。 

在湘西北澧阳平原，由于大溪时期的聚落数量是彭头山时期的 3.8 倍，聚落的个体规模

是彭头山时期的 2 倍，因而换算成人口，大溪时期就是彭头山时期的 7.6 倍。又由于澧阳平

原的自然面积是基本固定的，所以人口的增长实际又意味着大溪时期人均资源与土地占有面

积只有约彭头山时期的 1/8，皂市下层时期的 1/3。 

距今 6500 年左右的汤家岗文化，虽然文物普查的时候还不清楚当时遗址个体的数量与

规模，但它介于皂市下层与大溪文化时期的历史定位实际已表明，它根本不可能远离聚落遗

址数量与规模增长的历史趋势。 

历史表明，聚落遗址数量与规模的扩大，一定面积内分布密度的增加，实际都是人均资

源与土地占有面积的大幅萎缩，都是当时人类社会正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反映。 

因此，要维持与彭头山或皂市下层时期相同的生活水准，那就只有一条出路，在原有的

基础上大力发展农业，因为只有农业才可能在一定的土地上不断获取比自然比以往更多的食

物。又由于大溪文化时期的人口数量分别是彭头山时期的 8 倍，皂市下层时期的近 3 倍；所

以要发展农业，就必须在有限的土地面积内加大投入，就必须至少 8 倍于彭头山时期，3 倍

于皂市下层时期的投入。 

当然，压力与动力总是相对的，有压力就有动力。事实表明，史前人类就很好地将压

力化解成了动力。距今 6500 左右的发现表明，古人确实很好地解决了在有限的土地上产出

更多食物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让劳动者直接与生产资料紧密

地结合，变以往集体劳动为个体劳动，变集体消费为个体消费，变广种薄收为定点耕作，从

而不仅让每个劳动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还能为集体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生产方式变革的证据 

事实上，澧县城头山汤家岗文化稻田的发现就说明，距今 6500 年前后，为了应对发展

带来的生存危机，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就成了首选。 

据已经发表的资料，当时我国发现的“稻田”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野生稻的原始生长地。   

第二种就是栽培稻的野生地。 

一般而言，这种稻田主要有二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多位于聚落日常生活的边缘范围，单个田块的形状很不规整，面积也很小，仅区

区一到几个平方。 

其二，由于地处居住遗址周边，地势低洼，容易积水，遗址内流失的栽培稻粒很容易在

此汇聚并存活。但这类稻田自生自灭缺少人工长期耕作的迹象，因而也不可能是人类赖以为

生的农田。 

第三种，就是真正的栽培稻田。 

它不仅出现的时间比以上二种还晚，而且还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其一，土地经过了人为的专门干预，或人工修整，或开挖，或堆垒田埂。 

其二，为了达到一定的产量，又为了集中排灌，田块的面积往往都相对较大。 

 
2 裴安平：《中国史前聚落群聚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14 年，第 70-71、73-74 页。 
3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上），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2 年，第 58-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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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使用期长，以致耕土底部与原生土层面的交接部还形成了一个渍水面，并伴生大

量的铁锰斑与结核。 

目前，湖南澧县城头山所见距今 6500 年的古稻田就属于这种真正的能养活人的“稻田”，

而且还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物。 

1996 年，澧县城头山遗址发掘，在汤家岗文化聚落濠沟东部的外侧就发现了当时的古

稻田（图 1）4。 

根据田埂的结构及底部土壤的颜色，这里的稻田原本就是在生土面上人工挖出来的，总

体长条凹槽形（图 1，3，18），西北东南走向。凹槽的两侧是人为修整和不断垒筑的平行田

埂（图 1，1—3）。已确认二丘。田土都平整，厚约 30 厘米，纯净黑灰色（图 1，3，17、18），

与现代稻田的水稻土类似。其中，西部的一丘现存面积较大，长 30 米，宽约 4，约 120 平

方米5。 

在田泥中，稻叶、茎和稻谷等遗存至今还清晰可辩。在田泥的底部，因水稻土的长期使

用还形成了渍水面，铁、锰在渍水面中汇聚成的斑点与细小结核颗粒也十分明显。据显微观

察，田泥中还有大量的的稻属植硅石与孢粉。 

此外，稻田的西部边缘还有可用于灌溉的水沟和水坑（图 1，2）。每当黑灰色稻田土增

高并即将与原田埂顶面持平的时候，人们还会继续用黄褐色土在原田埂上再重新垒高一次

（图 1，3 田埂）。 

不过，由于发掘位置的局限，稻田南北二端均未到头。因而，当时每丘稻田的实际面积

现在还难以估量。 

（三）新生产方式的特点 

主要有五个特点。 

第一，变集体广种薄收为定点精耕细作。 
虽然城头山的稻田东西二头（图 1，2）都未到边，但估计面积也不会很大；从而标志

 
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古城址 1997—1998 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 年 6 期。 
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第 164-167 页。 

 
图 1：澧县城头山汤家岗文化水稻田 

1、水稻田平面图；2、稻田发掘照片；3、水稻田剖面图 

（引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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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在这种土地上不可能承载以往粗放的集体劳动和广种薄收，而只能以田块为单位定点耕作

精耕细作。 

第二，变以往粗放的集体劳动为个体劳动。 

为了适应以田块为单位定点耕作与精耕细作的劳动方式，以往从未出现过的个体劳动浮

出水面。这种劳动，一方面以固定的土地和田块为单位，另一方面就是所在劳动的土地和田

块长期不变。否则，劳动者就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 

第三，分田到户。 

为了让劳动者长期全身心地投入以田块为单位的定点耕作与精耕细作就必须将土地交

给劳动者，就必须将一定的土地与一定的劳动者建立长期的联系。然而，这在以往集体劳动

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意味着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要将土地的使用权分给个

人，在一夫一妻制普及和流行的时代要将土地“分田到户”。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当时不将集体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全都直接分给个人，而只是将土

地的使用权分给个人。 

已有的线索表示有二个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人类与生俱来就是人在血缘组织中，组织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

式，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则是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如果将所有生产资料全都分给个人 

那血缘组织将彻底失去存在的基础。显然，这完全有违历史与传统。 

    另一方面，人类早期之所以长期处在血缘组织的庇护中，关键是生产力太弱，个人无法

独立生存。尤其是人口与聚落数量的大幅增长，人均土地资源面积大幅减少导致的生存危机，

个人根本无力解决相互之间的各种土地、水资源的矛盾与问题。因此，人们只能躲在血缘组

织的卵翼之下。 

正因此，只能在继续维护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分田到人，分田到户。 

第四，变集体消费为早期个体经济。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早期个体劳动的出现，早期的个体经济也一起登上了历史舞台。虽

然，当时的个体劳动和个体经济与春秋战国及以后拥有生产资料土地完全使用权的晚期个体

劳动和个体经济特点有很大不同，但相对以往的集体劳动集体消费，它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

进步。劳动者不仅因为分田到人到户，从而获得了生产资料一定的使用权，即土地的独立耕

作权；还由于多劳多得，使个体劳动第一次具有了超出维持生命以外的经济意义。 
 

 

 

图 2：有关文化遗址出土排房与玉器 

(1引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下王岗》。2引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 1992

年发掘简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

代遗址发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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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晚期，社会之所以会发生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如男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一夫一妻制

婚姻与家庭的普及，父系社会的产生，只适合个体家庭居住的“排房”和“套房”（的图 2，

1）的出现，实际也都证明当时这种史无前例的早期个体经济已经出现与存在。 

第五，个人与集体双赢。 

考古发现，距今 6000 年以后，巨大的聚落公共工程，如城墙、带水濠沟、不带水壕沟

开始出现。距今 5000 年以后，除了巨大的公共工程，还出现了贵族、贵重的奢侈品和礼器，

如良渚文化的玉器。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崇尚个体劳动的时代会史无前例的出现这些要

消耗大量社会资源的公共工程和物品？这些资源又来自何方？ 

显然，这说明当时的个体劳动成果有二个去向。其一，部分劳动者个人所有；其二，部

分交给集体，相当后世地缘社会的税赋。又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组织不断扩大升级，这

一部分的比例和价值还越来越高。不过，血缘社会血缘组织对内部成员的庇护，互为亲戚成

员之间的互助，都是一种无偿的义务。因此，当时的“赋税”不可能太重，只能是个人与集

体双赢，平衡发展。 

实际上，春秋末年柳下跖起义造反之所以追求“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庄

子·盗跖》），就说明之前的税赋还基本合理，劳动者还有活路。 

（四）生产方式变革的意义 

    生产方式的变革实际就是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史前晚期的历史则表明生产方式的变革意

义重大。 

1、新的生产方式变革是文明起源的结果。 

考古发现，中国的文明起源时间很早，至少在距今 8000年以前，如东北地区兴隆洼文 

化的玉器（图 2），中原裴李岗文化的象牙雕版和绿松石器6。然而，截至目前为止，最能够

说明新式生产方式已经出现的发现却没有超过距今 6500 年，这种现象说明新式生产方式的

变革一方面比文明起源要晚，另一方面还是文明起源的结果。 

文明之所以起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为了应对人均土地资源面积大幅减少导致的生存危

机。但在早期，就像兴隆洼文化辽宁查海遗址中地位最高的人（F46）也要参与集体劳动一

样7，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所面临的食物逐步短缺的问题。因此，只有在经历了一定

时段以后，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化，社会社会生产方式改革的重要性才逐渐成为一种历史的需

求和必然，才逐渐付诸实施。所以，新的生产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变革，而是不断总结历史

经验的结果。 

2、导致人类社会“一夫一妻制”普及和     

流行。 

实际上，新式生产方式变革的最大获益者

就是男人。个体劳动的出现和流行凸显了男人

的生理优势，男人的生理优势又成为了分田到

人分田到户的唯一理由。由于土地只分给男

人，所以社会就形成了以男人为核心的经济制

度和社会制度。 

于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变革，人类的婚姻
制度也从以广谱经济集体劳动集体消费为基
础的自由对偶时代，走向了以个体劳动为基础
的，一份土地养活一家人的一夫一妻制家庭普
及流行的时代8。 

假如一夫一妻制出现与流行的原因是财

 
6 蓝万里等：《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第八次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4 年 1 月 17 日第 8 版。 
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12 年；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年，第 196 页。 
8 裴安平：《中国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国家和城市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年，第 78-149 页。 

 

图 3：辽宁凌源田家沟遗址男女异穴合葬墓 

（引自王振宏《红山墓群发掘男女并穴合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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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需要正统血缘继承，那财富又源于何方呢？显然，在当时根本没有农业与手工业的社会分
工之前，没有商品经济，只有早期个体劳动与个体经济才会提供财富并需要继承。 

正因此，只有早期个体劳动个体经济才是一夫一妻制婚姻与家庭普及和流行的真正原
因。 

3、导致人类社会进入了父系社会时代。 

由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就是母系社会。然而，史前晚期，随

着一夫一妻制的普及与流行，人们既知其母又知其父，于是母系社会就自然转变为父系社会， 

辽宁凌源田家沟红山文化遗址所发现了男左女右的夫妻异穴合葬墓（图 3）9，就都是

这种历史变化的反映。 

不过，父系社会的到来，并不意味着阶级压迫就已经到来，因为血缘组织内部所有的人

都是亲戚，其中只有地位等级高低而没有阶级。 

4、为中国式财富私有制奠定了经济基础。 

中国从来就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虽然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以奢侈品为标志的财富私有制。但是，当时私有

制的基础还只是广谱经济，甚至有地位有奢侈品（图 2，2）的人也要参加集体劳动，个人

的劳动与财富没有明显的直接联系。因此，那时候的财富私有制就是一种比较自然单纯的社

会宏观管理与分配制度，经济的内含既不突出也不明显。 

但是，距今约 6000—5000 年期间，在并未触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分

配与管理制度的改革，早期个体劳动也开始具有了一定的经济意义，“奢侈品”也同步开始

具有了比较明显而广泛的经济与财富的内含。由此，中国的财富私有制开始进入到一个具有

经济意义的历史新阶段。 

5、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化。 

历史的发展表明，由分散走向统一是人类社会文明起源与文明化的重要进步与标致。 

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

新石器时代中期，即使是同

部落的各氏族成员之间也

都相互独立、平等，分布松

散，实行血缘长辈管理。但

是，文明起源以后，以实力

为基础具有统一领导管理

特征的一体化大型化的聚

落组织越来越多，湖北天门

石家河屈家岭文化时期跨

部落的聚落群团就是典型

一例。 

据调查，屈家岭文化时

期，在约 6 平方公里的范围

内，天门石家河就近距离相

聚了 6 个聚落群 18 个聚落

遗址（图 4）。这是以往从未

见过的聚落形态。由于这些

聚落遗址所在都为大洪山

南麓的低山丘陵区，适合水

稻农业的平地面积较少，所以既要同时养活 18 个聚落的人口，还要促使聚落群团整体的发

展，修了内城修外城，因而只能采用新式的生产方式。 

这说明推动社会文明化，导致一体化大型聚落组织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都是新式的生

产方式。 

总之，史前晚期社会的特点与形成无一不以新的生产方式为基础。 

 
9 王振宏等：《红山墓群发掘男女并穴合葬墓》，《解放日报》2012 年 3 月 23 日，第 7 版。 

 

图 4：湖北天门石家河屈家岭文化时期聚落群聚形态 

（引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 

为中心》，国家地理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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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时期“分田到户自食其力”生产方式的特点与意义 

从夏朝开始一直到清朝都属于中国的历史时代。然而，朝代虽然在不断更迭，有关具体

的措施也时有不同，但“分田到户自食其力”生产方式的核心与精髓却始终不变。 

在下举例简要说明。 

（一）商周不同的土地制度 

商周时期，总体上都属于血缘社会过渡到地缘社会的历史阶段，国体虽已经地缘化了但

政体还都是血缘化的，社会的基层还都是血缘化的。不过，考古和文献表明，从西周开始，

社会的基层也开始了地缘化，“乡里”制与“井田制”的实施就是这方面的转折和标志。正

因此，商与周的土地制度完全不同。 

1、商代土地制度 

根据在殷墟卜辞记载，商代“徙田”活动屡见不鲜，如“庚辰卜，□贞，翌癸未， 西

单田，受 年。十三月”（《甲骨续存》下 166），就是一例。据俞伟超先生对商周金文徽号

及汉代的石刻、砖文、印章等资料的研究，这条卜辞中的“单”，“既是地名，又是一种社会

组织及聚落之名，也是氏族之名”，而且在殷墟还辖有大量农田。关于其中的“ ”，李家

浩先生的考释结果为“徙”字。这样，整条卜辞记载的内容就是秋收以后春耕之前，“在庚

辰到癸未的四天期间，在‘西单’进行一次徙田及换田活动”。所谓换田，俞伟超先生认为

其可能性之一就是氏族组织在“重新分配土地”10。 

显然，这里记载的土地主人与史前一样，不是国家，而是血缘组织。 

2、西周土地制度 

由于在商代金文与甲骨文中皆无“里”字，而“里”字又最早只见于西周早期的铜器铭

文，如令方尊、令方彝都有“里君”的记载；此外，《逸周书•大聚》也有“维武王胜殷，抚

国绥民……发令以国为邑，以乡为闾，祸灾相䘏，资丧比服”的记载，所以学术界一般都认

为“乡里”最早就起源或出现于西周早期11。 

根据已有青铜铭文的记载，“乡里”制最早实施的对象就是从周人自己的民族开始的。 

其中，《宜侯夨簋》、《大簋》就有“里”作为周天子赏赐诸侯贵族土地与地域的记载，而《卫

鼎》则有诸侯伯相互赠送“里”的记载12；此外，令方尊、令方彝相传 1929 年就出于河南

洛阳东北郊的马坡，尤其是令方彝盖与底各铭 187 字，不仅记述了周公子在成周举行祭祀等

活动13，还有“里君”的记载，充分地显示了“乡里”制的性质就是周人自己基层社会地缘

化变革后的组织方式与政治制度。 

    但是，让人不解的是西周为什么要建立“乡里”制？ 

    对此，专家早就道出了其中原委，一是“乡里”制并“没有将血缘关系排斥掉”14，二

是当时血缘关系已被组织在“里”之中了，因而“同里者大率同氏”15。 

    显然，西周之所以要实行“乡里”制，要用地缘化的“乡里”替代血缘化的组织，是要

剥夺以往基层血缘组织独自为政的权利与合法性，进而强化国家对其他血缘族体即社会基层

的统治与管理。 

    相对“乡里”制而言，“井田制”实际就是一种经济制度，一种与“乡里”制配套的经

济制度。 

    一方面，它变原血缘组织的生产资料集体国家二级所有为国家一级独有，并将原来属于

血缘集体的土地又重新以国家的名义分配给原来的居民。这样不仅彻底粉碎了血缘组织经久

不衰的经济基础，还使“乡里”一级行政组织成为了国有生产资料的具体管理部门与单位。 

 
10 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第 6—20 页。 
11 朱玲玲：《坊里的起源及其演变初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2 期； 

李昕泽 ；《里坊制度研究》，天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12 朱玲玲：《坊里的起源及其演变初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2 期。 
13 蒋玉斌：《令方尊、令方彝所谓“金小牛”再考》，《中国文字研究》2010 年 00 期。 
14 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15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文物》1959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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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使个体劳动者或家庭原本耕作集体土地而应该上缴给集体的那部分地租全部

都交给了国家。这样既减少了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税收的中间环节，又剥夺了原来血缘组织的

经济基础，断绝了过去血缘组织生生不息的根基。 

    正因此，西周时期“乡里”制与“井田制”的改革说明，一方面，西周以前不仅社会的

基础组织还是以血缘组织为主，而且劳动者税赋的收取人还是直接由各级血缘组织实施；另

一方面，西周时期中国历史上税赋收取人发生了的重大转变，第一次变血缘组织为地缘国家；

再一方面，国家的暴力正式开始成为劳动者赋税的监管。 

    值得注意的是，史前社会就不见因赋税而起的劳动者的起义，而劳动者风起云涌的起义

似乎成了后来封建社会的专利。究其原因，很可能血缘组织内部的赋税对劳动者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而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帝国，在国家暴力的介入下，对劳动者的巧取豪夺肆无忌惮。 

（二）战国秦汉的“授田制” 

史料记载，汉代以前土地的主人完全变成了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定期轮换的分配制

度，又称为“授田制”。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在出土的竹简中就有战国齐人的作品《田法》16，在涉及分田或授

田时有如下记载：“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乡〈州〉而为州〈乡〉。州、乡以地次受

（授）田于野，百人为区，千人为或（域）”。对此，有学者认为是“在以家为单位组成的行

政区划州、乡中按夫授田，百人、千人所受田组成相应地块区、域”17。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魏户律》对土地分配制度的记载比殷墟卜辞和银雀山汉简

更加具体。其中有曰“……股（贾）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
18。对此杨宽先生的解释是：“做买卖的‘贾门’，经营‘逆旅’的店主，招赘于人家的‘赘

婿’，招赘给有儿子的寡妇的‘后父’，都作为身份低下的人，不准独立为户，不授予田地房

宅基”19。 

显然，这些考古文献记载的意义非常明确而重要。 

第一，证明自史前晚期一直到秦汉，中国社会都普遍存在“分田到户自食其力”的生产

方式。 

第二，分田的对象以户为单位，一户只有一份土地。 

第三，男人是户主，按夫授田。 

第四，原来聚落所有的土地，即使国家所有了，也只分给原聚落里土生土长的男人，而

不得分给外来的男人。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魏户律》记载的“贾门”、“逆旅”、“赘

婿”与“后父”，由于都是外来的男人，所以都不准独立为户，不授予田地房宅基。 

（三）唐到清代的土地制度 

唐至清代就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中晚期，也是中国土地制度的矛盾越来越复杂的时

期。 

唐朝土地制以“均田制”为代表的，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四大”土地制度之一。

实际源于北朝，但在唐朝前期得到了蓬勃发展。 

顾名思义，“均田制”就是一种人均都有耕地的分配制度，按照人口分配土地，并区分

为永业田和口分田。其中分配下来的耕地之中，十分之二属于永业田。永业田的意思就是人

死之后可以传给后代，世代传递下去。而口分田则与之相反，在拥有人去世之后则归还朝廷

重新分配20。 

由于土地是百姓的根本。人有田可耕，有粮食可收，带来的就是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同

时农业的快速恢复也就有了之后的盛唐。不过这一制度一共只维持了一百五十多年，原因在

 
16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文物》1985 年 4 期。 
17 袁 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255—271 页。 
1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第 294 页。 
19 杨 宽：《云梦秦简所反映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上海博物馆集刊》建馆三十周年特辑（总第 2 期）。 
20 搜狐网：《大唐兴盛的基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施行及影响》，2021 年 9 月 15 日，

https://www.sohu.com/a/489954458_121080226； 
邹莉莉：《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均田制研究综述》，《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  

https://www.sohu.com/a/489954458_121080226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9%82%B9%E8%8E%89%E8%8E%89&code=000004712843&uid=WEEvREcwSlJHSldSdmVqM1BLY1lQTDI2NUJ6OGRnTVRrNWkwRFNOZW9uS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ggI8Fm4gTkoUKaID8j8gFw!!


 9 

于均田制的分配不均。唐朝后期土地买卖导致很多的农民地少人多，这样，唐朝中期以后“均

田制”就已经不再实用。 

清代是战国以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时代，也是一个由外族即满清统治的时代。

因此，清代的土地制度总体上基本沿袭了明代的土地制度。不过，不同时段也有一些不同的

特点21。其中，清代初期主要是圈地运动、清代中期主要是屯田、清末主要是太平天国的《天

朝田亩制度》。 

清代初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国家政权，与汉族人民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镇压

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清朝统治者对人民的土地资源和其他私有财产实行剥削和

掠夺政策，先后展开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 

清朝中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经济恢复发展的措施，其中主要是屯田。

军屯是军队士兵对开垦出来的荒地进行耕种，获得的收入充作军饷。民屯是各级政府将无地

的农民召集起来，将荒地、荒坡开垦出来并予以种植。 

清末，阶级矛盾日益激化。19 世纪 50 年代，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1854 年，太平军

攻下南京城建立了政权，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农民制定的土地法《天朝田亩制度》，

主张建立土地的国家公有制，对管辖区域内的土地根据土地质量状况予以分类定级，并根据

人口数量制订了土地的分配方案。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天朝田亩制度》仅在局部地

区做了阶段性尝试，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施，因此，其实质上只是一种空想的土地产权制度。 

应该指出的是，无论唐代“均田制”实施的时间长短，也无论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

度》是否真正实施，它们都说明源于史前的“分田到户自食其力”的生产方式依然在不停的

延续，只是因为生产力、商品经济、外族入侵等原因，又导致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更多不同

的时代特点。 

（四）安徽凤阳小岗村改革 

现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创业热潮。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确立推行，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而这场改革的起点还要

从 1978年说起22。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当年安徽省多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探索，勇

于改革，创造出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8 年秋，安徽省遭受了罕见的大旱灾，秋种遇到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下，安徽

省委决定把部分土地借给农民自由种植。这一应急性措施，立即将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在借地唤起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启发下，安徽省肥西县山南公社率先尝试定土地、定工本

费、定工分、定上缴，超产全奖、减产全赔的秋种办法，形成了包产到户的雏形。 

只要完成上缴任务，多余收成全归自己。包产到户提高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但也有一

些群众对这样的创新尝试存在顾虑。1978 年 11 月 24 日晚上，在同样遭受旱情严重影响的

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队干部召集全村人开会讨论，准备分田单干。 

会后，18位村民按下了红手印搞起大包干（图 5），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仅在大包干一年

后的 1979 年秋，村里的粮食总产量就由上一年的 1.8 万公斤猛增到 6.6 万公斤，人均收入

由上年的 22元跃升为 400元。也正是在这一年，小岗村彻底告别了吃“救济粮”20 多年的

历史，而且首次向国家交售余粮并归还贷款。 

 

 
21 林京榕等：《浅谈清代的土地制度》，《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5 年第 3 期； 

李新仓：《清代土地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现实启示》，《兰台世界》2015 年第 6 期。 
22 央广网：《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农村大发展），2021 年 2月 28 日， 

https://view.inews.qq.com/k/20210228A055MO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https://kns.cnki.net/kns8/Detail?sfield=fn&QueryID=8&CurRec=35&DbCode=CJFD&dbname=CJFD9495&filename=FJLW199503003&urlid=&yx=
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q&BaseID=FJLW
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journal-cn-2578/
https://view.inews.qq.com/k/20210228A055MO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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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安徽凤阳小岗村 18 位村民大包干手印 

（引自央广网《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三、历史的启发 

主要四个方面。 

第一，“分田到户自食其力”的生产方式是中国农业社会历史的基础和命脉。 

历史早已证明，人类要生存就有一定的生产方式以获取食物，生产方式就是人类和社会

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由于时代不同，生产力条件不同，政治制度不同，人类赖以生存的生产

方式也会特点有所不同。 

    考古与文献表明，“分田到户自食其力”就是人类农业社会时期从早到晚的主要生产方

式，只要是农业社会，以农业为主要食物来源的社会，它就是主要的生产方式，无论史前史

后皆如此。 

    由于中国的自然条件天生就主要适合农业，南方是湿地即水田农业，北方是旱地农业，

所以同一种生产方式贯穿了几千年整个农业社会的历史。 

    从史前晚期农业成为人类食物主要来源的时代开始，到商周时期，到战国以后的封建社

会，再到 1840年以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国时代、社会主义时代，“分田到户自食

其力”就一直是中国的主要生产方式。 

    当然，也有人会认为导致这种生方方式延续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不足。对此，一定要用

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安徽凤阳小岗村就是很好的一例，它说明即使拥有化肥、

农药、拖拉机等现代化的器具与装备，“分田到户自食其力”仍然是人们追求的生产方式，

而且还是生产工具能否发挥作用的核心与关键。 

虽然，在地缘的封建社会里此起披伏的农民起义与官方的土地新法交替影响了不同历史

时期“分田到户自食其力”的生产方式，但万变不离其宗；因为它们的实质都只涉及“分田

到户自食其力”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关系，或使“耕者有其田”，或使地主统治

阶级获得最大利益。 

第二，为什么历朝历代都坚持“分田到户自食其力”的生产方式？ 

这主要是农业社会的自然属性使然。历史事实表明，只要是农业社会，“分田到户自食

其力”就是唯一最适合又最先进最文明的社会生产方式。     

从史前开始，历史就不段证明，只要大体维持了劳动者的最低收入，并可以延续个人和

家庭生存的基本需要，那整个社会就会平稳发展，如唐代早期，“均田制”带来的就是中国

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盛唐。因此，维护生产资料与劳动者之间的平衡关系就是几千年来

统治阶级和地主阶级内部追求的主流，之所以历朝历代国家会出台各种涉及农业的新政即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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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出现可以替代农业的生产方式。 

    考古与文献表明，中国历史上不是科技不发达，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是证明； 

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那样的科学技术含量很高的生产工具和装备，如小岗村的农药、

化肥、拖拉机等；更不是中国没有商品经济，战国时期的货币就已大量使用。但是，这一切

都没有形成影响社会全局的生产方式，而是融化在农业的生产方式中了。就像“男耕女织”

一样，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全都在农业的基础上揉在一起了；就像毛主席的父亲一样，

虽然也在外面做米生意，但家里的日常生活仍然以田亩和地租为主。这说明，中国人口众多，

唯一能够养活这些人的产业就是日益减少的人均土地面积和农业；又由于农业受自然气候的

影响很大，农业的产出总是此起彼伏并不稳定。因此，稳定的养活众多人口就自然而然地成

为了历届王朝与政府的首要大事，历届王朝共同的经久不变的最大的责任与义务就是发展农

业维持社会的平稳。当然，这也是历代“重农抑商”23，并同步抑制了其它生产方式的发展

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故而导致“分田到户自食其力”的生产方式经久不衰。 

    第四，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形成的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就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存在“超稳定结构”，但实际上并不存在，

只是封建社会历时几千年持续不衰。就其原因，众说纷纭24。但历史证明，这就是中国的自

然条件与人类生存的特点所决定；它不仅发端于史前晚期，还延续到了现代。 

    由于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实际是同一个问题，所以答案也是一样的。即历朝历代王朝

为了维护社会的平稳都只能共同“重农抑商”，共同将发展农业尽可能养活众多人口作为最

大的责任与义务。于是，封建社会虽然重病缠身，但也能长期存在了 

结束语 

就像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就是“资本＋雇佣劳动”一样，以农业为基础的社

会同样也有专属的生产方式“分田到户＋自食其力”，即“土地集体所有＋个体劳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很少研究生产方式及其历史意义，即使中国历史超稳定

结构的研究与探讨，也很少有人关注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对历史与发展的影响。这是需要特别

注意的。因为，社会的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同步决定了上层建筑的特点；与此

同时，“分田到户自食其力”也就成了中国历史最基本的特点。 

此外，特有的生产方式还在不断地提醒人们，农业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并不是“资本

＋雇佣劳动”，而是不依赖土地即可解决每一个人的食物来源。否则，永远也不可能摆脱以

往陈旧的各种生产方式。 

 
23 岳强：《中国传统产业政策思想的发展图景——兼谈重农抑商思想的成因与流变》，《经济问题》2008 年

第 8 期。 
24 白钢：《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论战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